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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苏童长篇小说《黄雀记》

变动时代的精神逼仄
□张学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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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看到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给莫言的授
奖词后有些诧异，因为这份广为关注的授奖词第一
句就赫然写着：莫言是一个诗人。之前从来没有人
如此郑重其事地以“诗”的角度来评论莫言的创作，
即使有，也不过是“史诗”或文艺学意义上的“诗学”
一类论调。仔细看这篇授奖词，你会发现这句话不
仅是恰当的，而且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只有把莫
言和他的创作从根本上定位在“诗”的层面，这份授
奖词后面的诸多评价才成为可能，这的确是一个精
准的概括。

但是问题来了：从不写诗的小说家莫言如何成
了一个诗人？他在什么意义上是诗人？他的小说和
诗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从这个乍看上去似乎

“南辕北辙”的论断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和引申出许
多有意思的话题，比如小说（文学）的本质，比如作
家和作品的关系，等等。

事实上，莫言的长篇小说创作状态和迷狂的诗
人很像，他的写作状态是诗人化的，而不是通常意
义上的小说家式的。莫言的好几部四五十万字的
长篇小说，都是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
的，而且是纯粹的手工写作。可以想见，莫言被一
种极其强烈的写作冲动所刺激，进而进入了一种诗
学意义上的“迷狂”状态。凭着这种冲动和迷狂，他
气势如虹地完成了自己的作品——这种狂飙式、迷
狂式的创作状态，无疑只能是诗的，在这个意义上，
莫言追随了自己天性中的诗人气质，也就是追随了
诗的精神。

当然，诗和小说是截然不同的问题，莫言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为自
己的“迷狂”式写作找到了一种恰当的文学形式，即本质上的自言自
语。翻看莫言的几部长篇小说，无论结构和形式怎么变化，你都能发现
一个基本叙述模式，那就是某个人在讲故事——这也完全切合了他在
斯德哥尔摩的发言（《讲故事的人》）。莫言的作品中内置着一个讲述的
结构，而这个讲述就是毫无顾忌的“自言自语”，也就是由着自己的灵
感滔滔不绝地讲述，甚至是身不由己地讲述。在这个过程中，莫言自己
也是一个读者，一如我们。

小说家，特别是好的小说家，必须本质上是诗人。说小说家应该具
有诗人本质，不是说小说家必须同时在写作职业上是诗人，而是指小
说必须本质上具有诗性，小说家本质上必须具有诗人那种对诗性的敏
感、执著和清醒的特质。在我看来，无论文学如何发展，诗永远是这个
序列里最为根本的起源和筋骨，诗不仅仅是语言的试验场、精神的流
放地，更是最具容纳性的文学容器。有时候，成千上万部小说所表达的
内容，甚至不能超过一句诗。诗是人类内心感受世界最直接的产物，它
甚至不需要构思，完全是灵魂的本然闪念。小说作为长篇巨制或短篇，
其最初的灵感都是来源于诗性的触动，并如蝴蝶效应般搅动作家的心
神，黑洞般吞噬各种可能的材料，最后才形成小说。

很多好小说之所以称不上伟大，就是因为一旦拿到诗的天平上去
衡量，它们会瞬间变轻。小说家的诗人本质，说到底就是文学和艺术的
诗本质，但我们在此特别提出小说家的诗人本质，不是鼓吹诗化的小
说，而是期望小说家在对文学诗本质认识上更为自觉，没有任何一种
叙事方式上的革命不是以对诗的重新定义为根本的。

对活生生的人而言，任何作家事无巨细所再现的现实，都不能比
他亲身感受到的现实更真切，但伟大的小说家却能为人们构造另一个
现实，不论是天堂、地狱还是乌托邦。这么说吧，小说家必须本质上是
一个诗人，小说作品必须本质上是诗。这种“诗人本质”，说到底又会归
结到人的层面上，真正伟大的作家所关心的，是人性所共通的东
西——爱、悲悯、痛苦、快乐以及希望等等，它们源自一切人的灵魂之
内，同时又可以诗意地归于人的灵魂。

一个只会书写现实或记录历史的作家，绝不是好作家，因为他缺
少诗人的观照。小说家这个职业并不属于小说家自己，它应该属于所
有人，小说家有责任为全人类写作，他们的义务就是提供人们灵魂深
处最需要而现实世界无法满足的东西。

我们如此谈论小说的诗性和小说家的诗人本质，当然不是要“一
言以蔽之”地取消小说和其他文体、艺术门类的合法性，只是想在这个
意义上强调他们的共性。简言之，只有具备根本意义上的诗性，它们才
能作为小说或其他文学艺术形式而存在。提出这一说法，也源于我不
满足当下所见的小说作品，故事圆润、叙事纯熟、技巧炫目，在文体学
上已经足可以称为好的小说，但从根本上仍有着体虚之症，也就是缺
少更为深刻和明确的诗性——这种诗性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写
社会的荒谬和怪诞，还是历史的残酷，亦或是面对生活之麻木，都可以
创造出它。好的小说就是对这种诗性的张扬，而坏的小说则是千方百
计地用故事取消掉它。以纯粹的小说和通俗文学来写同一个故事，相
似的情节，相同的人物，二者的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在诗意上，而诗
意又通过附着于形式、语言和结构使得整部作品发出深刻的光彩。

从整体上看，中国当代小说中的诗本质仍然是缺失的。作家们仍
在过分强调题材、形式和语言、结构等“内在的外壳”，还缺少对这一本
质的自觉认识。尽管我们的小说中不乏诗意，但对作家而言，是否意识
到“小说家的诗人本质”这个问题将是一个根本的区别。曾经领一时风
骚的新历史主义、新写实主义等等文学潮流，之所以还难说是当代的
经典，或许也就是因为它们很好地描摹了现实和戏谑了历史，很好地
写出了作为小说的小说，但却无法提供一种基于人性的恒久的诗性，
无法抵达诗的最深层。

像以往一样，苏童长篇新作《黄雀记》
讲述的故事背景仍然是“香椿树街”或“城
北地带”。这些年，苏童曾被嗔怪陷在故乡
的这条街里“不能自拔”，因为他的小说有
几乎一大半的文字都是讲述这条街上所发
生的历史、现实的故事。实际上，对于苏童
来说，这已经不是“陷”在这条街上的时间
长短问题，而是“陷”得深浅的问题，这不仅
是他写作的发生学问题，而是一个艺术哲
学问题。一个作家的写作出发地或精神

“原乡”之间，必然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他
在写作中，由于空间和时间的异质感、疏离
感所生成的有效意义和情感空间，也必然
是不可估量的。

阅读的经验告诉我们，故事讲述的背
景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故事讲述的时
代和讲述故事的时代。任何叙述都是对一
个时代生活和人性状态的悉心诠释，苏童
小说也概莫能外。多年以来，我们在苏童
的文字里，能充分地感觉到他对所谓“旧时
代”、“老日子”的怀旧或迷恋，但新时代、新
生活同样对其有着巨大的诱惑，他在新旧
时代和时间隧道的穿行中，寻找着属于特
定时代的特定声音和体貌。

发现与书写时代之“变”

回望苏童的写作，从他早期的长篇小
说《米》《蛇为什么会飞》，到《碧奴》《河岸》，
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或仿古拟旧，铺
陈、重构历史情境；或触摸现实，表现人性
的欲望冲动，氤氲缱绻，唯美隐喻；或想象
南方，阴郁颓败，复杂诡谲，其中，都不乏在
努力地表现不同时代的精神阵痛和情感纠
结，他试图在历史和现实的节点，寻找人性
缝隙的幽暗与明亮。

历史之久、之旧，现实之短、之新，都由
一种属于苏童的叙述方式呈现在我们面
前。我一直在想，苏童总是想在两者之间
建立起一些什么，通过叙述，他努力让两者
相互发现、弥合并“修订”，在新与旧之间，
呈现历史和现实之间的隐秘结构。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物、什么问题或原
因，使得我们的生活和情感，出现了令我们
难以置信的吊诡？我不由得想起另一位作
家阿来，他最近在一篇描述西藏的文化随
笔里写道：“在我面前的村庄不必要的旧，
那么逆来顺受地安静着。而背后的城市，
也有不必要的新，不必要的大。太大与太
新，都不够自然。这个世界，强大的东西总
是会以不太自然的姿态出现。”生活和世界
的变化，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让我们
总是产生欣喜、快慰和自豪，很多时候竟然
会成为我们无法面对的忧虑和逼仄。

无疑，发现、洞悉一个时代生活的
“变”，以及“变”的依据和理由，并且用文字
和心智，测量出时代的灵魂是强大还是脆
弱，是重还是轻，是令人沉静还是让人沮丧
和平庸，可以让人蓬勃、激奋还是使人深感
逼仄，都是十分困难的。这些已经构成一
个作家在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叙述难度，
也就是说，通过文学叙事，说出一个时代的
复杂性是非常困难的。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感受、揣摩着苏童
的文学审美方式，以及他处理小说与生活
关系时内在的玄思妙想，我发现，他更喜欢
用自己坚持的那些“不变”的精神、审美元
素，来理解和呈现“变”的邃密和玄机。时
至今日，写作三十余年的苏童，在小说中进
入现实、触摸当代生活那些粗粝形态的时
候，仍然十分谨慎，甚至小心翼翼，也许他

早已深知，当代生活已经变得比历史更难
描述和难以想象。

不错，在今天，生活不再是可以肆意
加工的材料，任何理论、观念、潮流已经
无法改变粗糙、遽变中的生活形态，“暴
力”地植入任何观念不仅可能会伤害、毁
损生活，而且，据此所呈现的生活可能与
现实相去甚远。我想起《日瓦戈医生》中，
那个有着丰富生活实感经验的日瓦戈医生
的感受：生活从来就不是什么材料，不是
什么物质，生活是个不断自我更新、总在
自我加工的因素，它从来都是自己改造自
己。苏童在对现实的体悟和踏勘过程中，
不以“高于生活”的姿态加工生活、想象
事物，相反他会变得更加尊重生活。《黄雀
记》就是如此。

仔细想想，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及其
生活的内在肌理，实在是太难把握了。如何
叙述这个时代灵魂的出走？高尚的事物和
平庸的生活如何对峙和龃龉？这个时代的
人们究竟还需要什么？在我们时代最不堪
重负的是什么？历史走到现在，现实突飞猛
进地发展、变化，终极的价值和意义，在我
们的生活中似乎变得愈发地扑朔迷离。

在当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意识到
书写当下生活的困难，深感接近生活和事
物本身是一件如此艰难的事情，如何表现
我们已经很难正视、又要力图改变的现实
图景，廓清被遮蔽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底部，
到底需要我们怎样坚守，或者调整我们的
思维方式、小说理念？也就是说，我们在写
作中判断生活的基点在哪里？在一部小说
的结构里，还能否包容得下一个时代，或者
变动不羁的生活中人性的惊悸、迷茫和扑
面而来的冲突和矛盾？

与现实“互文”的《黄雀记》

长篇小说《黄雀记》以沉淀已久的激情
祭奠逝去的青春，面对残酷的物质化的社
会现实，从容抒写，勾画出这个时代令人惊
悚的灵魂面貌。在小说中，精神世界的倾
斜和生活本身的跌宕与晃动，纷至沓来，在
一条街上，在一个精神病院和水塔里面、在
不同的人群中，真假、善恶、美丑共生，洗尽
铅华，尽显无遗。但尤其让我们对苏童感
到敬畏的是，他在叙述中所表现出来的对
生活精微的感受力经久不衰。特别是他在
叙述中，对超出一般性“共识”和“常识”的
日益瓦解的存在底线的表现能力和方式，
如此独到深入。

在小说中，苏童以温婉、轻慢、毫不滞
重、娓娓道来的耐心叙述，写出了一个时代
生活的惶惑、脆弱和逼仄。显然，这是一个
无可争辩的现实情境。我感到，苏童讲述
的这个有十余年时间跨度的故事，恰恰呈
现出这个时代在发生巨大转型和变化时所
遭遇到的最大窘境——道德、精神系统的
整体性紊乱，这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最大
难题。我之所以选择“逼仄”这个词来形
容、概括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或
特征，是因为苏童的这部长篇小说，真切地
表达了一种现实，这种现实触及的仍然是
正在被我们日益严重忽略的人性、道德和
伦理几个老问题。

对于今天的写作者而言，把一个时代
的精神说清楚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
它更是一个小说家的责任。桑塔格说：“一
位坚守文学岗位的小说家必然是一个思考
道德问题的人：思考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
什么是更好或更坏，什么是令人讨厌和令

人赞许的。这并不是说需要在任何直接
或粗鲁的意义上进行道德说教。严肃的
小说家是实实在在地思考道德问题的。
他们讲故事，他们叙述。他们在我们可以
认同的叙述作品中唤起我们的共同人性，
尽管那些生命可能远离我们自己的生
命。他们刺激我们的想象力。他们培养
我们的道德判断力”。苏童非常清楚，小
说家的使命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什么，小
说叙述疆域的辽阔是一般的想象和理性
思考难以划定的。

苏童选择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至世
纪之交作为叙述的时间背景，这是社会风
起云涌的历史转型期，社会生活和人们心
理、精神价值取向纷繁杂陈，一切皆有可
能发生。应该说，现实生活本身的“陌生
化”与作家的虚构、重构彼此“互文”。这
部小说同样不乏起伏跌宕的情感纠葛，法
律的边界，生意场上的浮沉、恩恩怨怨，其
实都在道德的“红线”上往来游移。在这
里，“青春”的骚动不只是一个宿命般的

“导火索”，由此我们看到，世道人心的浮
动、亲情的远近疏离、两性的博弈，均以暴
力开始，以暴力结束。就连时间也是残酷
和暴力的，一次青春的悲剧，便演绎出无
尽的罪恶的渊薮。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面临着一个
相似的困境——如何战胜每时每刻从他
们身边和内心丝丝缕缕滑过的残酷的时
间。而这又是一个人人都无法摆脱的困
境。“小拉”，一种交际舞的跳法，成为一种
青春和浪漫的寄寓，成为主人公青春时光
里的精神绝响。柳生梦想、虚构的一次三
人舞会，偶然或必然间变成一个冲动和犯
罪的现场，孽债从此埋下。怎么也想不
到，小拉，一曲激情奔放、悠扬的青春奏
鸣，一个美好的青春夙愿，竟成为年轻生
命和岁月的咏叹和祭奠。

一如既往、一泻千里的新生活，说不
清从哪一天开始不断地刷新我们日益增
长的无止境的需求，进而刺激我们对生活
产生更大的诉求、渴求、苛求，一个与以往
不同的获取、攫取和发展的逻辑，不可思
议地开始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实际
上已经拥有了很多，但是，还需要更多
吗？在奔跑的欲望和诉求中，似乎很少有
人能够停下来思考，盘整自己业已膨胀的
内心。奇怪的是，物质富有的人，精神似
乎更加贫困，内心和精神也恍惚无助；生
活窘迫的人，也可能因为精神的匮乏，仿
佛也被现实彻底吞噬掉，优越、高贵并非
是尊严的同义语。

保润捆绑爷爷的数十种绳结，也只能
束缚住一个失魂落魄的躯壳，祖父的“失
魂”，儿孙的“看护”就显得滑稽、荒诞。也
就是说，我们对人性的解析，必须运用新
的精神逻辑和坐标加以厘定，因为人心一
夜之间张扬起来了，灵魂也在无际的天空
悬浮起来，不知去向。

“无名”时代的文学隐喻

《黄雀记》是一个十分暧昧的命名，它
仅仅是与小说文本本身既无隐喻关系，又
没有具体描述、征引或延伸主题意图的作
品标识而已。

如今这个时代，似乎已经不需要太多
确切的价值对应，“无名”时代的生活形态
自身无法被清晰地描述。这就意味着，这
个时代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是不明朗的，命
名的犹疑不决，也注定了在这个时代选择

自己生活或者存在方式的尴尬和无奈。黄
雀是什么？黄雀在哪里？一个与本文并不
相干的事物被指定为意象，代言了模糊不
清、芜杂凌乱的生活世相。

当然，我们完全也可以把水塔视为一
个隐喻，精神病院也可以作为一个象征体，

“规训与惩罚”，在这里诸种病象不一而足；
而流窜着身形硕大老鼠的保润家的老宅天
井，更像是一座幽暗人性的居所。废弃的、
荒寂沉睡的水塔，原本就是一座被遗忘的
废墟，却在几个时期被唤醒和复苏，人可以
在其中制造阴谋，肆意宣泄少年原始冲动；
人们还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在其中设立佛
堂，朝拜许愿，兑换利益，显然，他们对佛祖
火热的膜拜之心，里面包裹的早已不是虔
诚的香火，而是对物质更大的尊崇和攫取；
这里，也可以成为灵魂流浪者的藏身处，掩
藏起最后的孤寂和无助。

仔细想想，保润的爷爷，为人祖父，为
什么会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突然莫名地
疯癫起来，认定自己丢失了灵魂，掘地三尺
地开始寻找？人的灵魂是可以在瞬间就丢
失的吗？而保润所发明的那些捆绑爷爷的
种种绳结，似乎要告诉我们，从某种精神层
面上辨析、审视这个时代的生活，已经迫在
眉睫。良知的泯灭和沉睡，源于“灵魂”的
游离和出走，人们为何会如此惶惑？我们
的生活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为何就
这样乱了自己的方寸和手脚？在这部作品
中，苏童发挥了他的所长，在市井的熙攘
中，如此自然地发现了驱动生活的爆发性
力量。

在以往的观念里，文学人物是很难创
造的，但是，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现实，却使
原本需要依靠强大想象力才可能催生的人
物，可能轻易地降临到文本的深处。保润、
柳生、小仙女，就像是一个三脚架，既搭建
起一个演绎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情感
和“危险关系”的命运枷锁。一个人被另一
个人所绑缚，一个人无法给另一个以信赖，
无所倚傍，无法寄托，最后残象连连。我们
虽然不能够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无法立
刻做出判断：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灵魂深
处的精神病灶。

苏童还是喜欢那种以个人命运为对象
的叙述方式，讲述生活，呈现生命的倔强和
衰颓。懵懂的青春、人性的自然形态、局促
的现实尴尬、莫名的欲望，纠结在一起，成
为小说叙述的基本元素。时间在叙事中的
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最佳的叙述视角就
是将主人公置于看似一成不变的时间流逝
中，并使其产生精神的阻力。保润、柳生和
小仙女之间的爱恨情仇，从本然之爱开始，
以悲剧贯穿和终了。生死一线牵，令人愁
肠百转，不胜唏嘘。

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居高临下地概
括、抽象和引导生活，但是，他一定能透过
生活的表象和乱象，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
种种假象，在繁华鼎盛时暴露颓势、潜在的
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地储备、蕴藉
生机。苏童通过文本，延伸了我们所面临
的对于当下的追问：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
崇尚什么，是财富还是真实的情感？人们
的灵魂归属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的
精神自觉如何才能够实现？

在《黄雀记》中，苏童依旧保持着以往
优雅的小说叙述语言风格和情境感。不同
的是，他在小说中大幅度地介入现实的时
候，让我们感觉到其文字中的人物、事物

“落地”更稳健、更沉实，与他文笔的飘逸和
洒脱相得益彰。

甘肃省文联原副秘书长、甘肃省作
协名誉主席于辛田同志因病于2013年6
月27日逝世，享年91岁。

于辛田同志，原名于锡璞。1938年
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
会。著有《在雅布赖盐池上》《荒滩夜行》
等散文、诗歌作品。曾获甘肃省首届文
艺创作二等奖、1989年中国作协颁发的
文学编辑荣誉证书等。

本报讯 《杨川庆诗选》日前由黑龙江人民出
版社出版，该书精选了诗人自 1982年至 2012年跨
度30年的代表作品。在近日于哈尔滨举行的《杨川
庆诗选》首发式上，多位诗人、批评家就杨川庆诗歌
的创作特点进行了讨论。宗仁发谈到，杨川庆的诗
歌接地气、关注心灵，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张洪波

说，杨川庆从上世纪 80年代至今持续写作，是“诗
歌的长跑者”。苏历铭认为，杨川庆是一个在艺术上
不肯妥协的人，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诗歌理念。桑克
表示，杨川庆的诗歌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以独
立的诗歌与现实保持着亦近亦远的平衡关系。

（陆少平）

本报讯 由福建省作协、《福建日报》理论
文艺部、泉州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泉州市
文联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逢时杯”征文活动近
日在泉州颁奖。主办单位领导、海外华人代表
和获奖作者等百余人参加了颁奖仪式。

“逢时杯”文学活动自2008年起至今已成
功举办了5届，对促进海内外汉语散文创作起
到了推动作用。2012年度“逢时杯”征文活动
由海内外散文奖、第七届《福建日报》新人新作
奖、2012 年度“逢时杯”泉州文学奖组成。其
中，年度海内外散文奖评出一、二、三等奖各5
名，少木森、黄水成、吴晓川、郑简、钟红英等的
散文作品获奖。第七届《福建日报》新人新作

奖从2012年度《福建日报》“新人新作”栏目发
表的作品中评出，薛昭曦的《谷雨》、王英的《古
街往事》、王丽枫的《水中的舞蹈》等 5 篇作品
获得最佳新人新作奖，此外还评出了6名新人
新作奖。获得年度泉州文学奖的作品共有10
部（篇），王炜炜的中篇小说《蝴蝶飞走了》、曹
淑风的散文《村子里的那些人和事（外二题）》、
连江水的散文《微生物》等榜上有名。

“逢时杯”征文活动是由菲律宾华美集团
董事长、祖籍福建泉州的菲华爱国实业家庄永
泉发起并资助的，对推动泉州及福建的文学事
业作出了贡献。

（余义林）

本报讯 近日，甘肃文学论坛·岷州文学座谈
会在甘肃岷县举行。吴思敬、高凯、谢克强、霍俊明、
王珂、卢卫平、阿信、冯宴、郑小琼等 20余位作家、
评论家就岷县的文学发展以及当下的诗歌创作现
状进行研讨。

岷县是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的
发源地，悠久的历史民俗和丰富的文化积淀成为文
学创作取之不尽的资源。近年来，一批作家在岷州

成长，贴近土地的诗篇逐渐引起评论家的关注。与
会者认为，作家应该充分汲取民间文化的丰富养
料，传达最贴近生活的声音，但同时又不能丧失对
这块土地的新鲜和激情，丧失自己独立的价值判
断，有足够的高度和格局来观照自己的创作。鲜明的
地域特色是诗歌所应具备的个性，诗人和作家应防
止趣味的窄化和思想的固化，走到生活中，走到田间
地头，创作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李墨波）

本报讯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古老的赣
州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来自8个省区市的20
多位作家参加了由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江西
省作协、赣州市文联共同举办的“名家写赣州”
采风活动，深入体验这片土地的风貌与生活。

赣州位于江西省南部，是著名的革命老
区，还是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积淀着非常
丰厚的客家文化元素，同时又较多保存了宋朝
的文化古迹，被誉为“宋城博物馆”。在瑞金、会
昌、兴国、赣县等地，作家们深切感受到厚重的
历史积累、优美的自然环境以及时代的发展机
遇相融合，形成了赣州人文环境和经济环境协
调发展的良好氛围。它吸引着众多的作家来到
这里，反复探寻与书写。

江西省文联主席刘华在座谈会上介绍说，
虽然现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比较多，但它
仍旧有待文学作出新的发现，而赣南正是这样
一块热土。红色文化、客家文化与传统文化的
高度融合及“活态”存在是赣州一个非常突出
的特征。他邀请全国各地的作家来赣州，在这
里迸发创作的灵感。

王十月、王芸、冉正万、朱航满、张鸿、杨献
平、郑骁锋、庞培、赵瑜、凌仕江、葛芳、傅菲、蒋
蓝、塞壬、雷平阳、熊育群等参加采风的作家大
多是第一次到赣州。他们表示，今后将结合自
己写作的兴趣，慢慢深入赣州，发掘这块土地
上蕴含着的还不为人知的宝藏。

（刘秀娟）

本报讯 在中国人民奋起抗日76周年之际，7
月 6日，由中华诗歌文学会、华夏新诗研究会、《新
国风》诗刊编辑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抗战诗人丁力
同志逝世 2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朱先树、石英、
石祥、峭岩、萧鸣、丁慨然、李金龙、王德祥、郭曰方
等参加了座谈会。

与会者认为，诗人丁力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时期涌现出的亿万英雄战士及无数抗战诗人的杰
出代表。虽然时光远行，但抗战及其伴生出来的

伟大抗战诗、伟大抗战民族精神将成为中国人民
最珍贵的财富世代相传。丁力自始至终和祖国与
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所以他自始至终坚持为祖
国而歌、为人民而歌。身处新世纪的华语诗人，
一定要继承抗战诗人们的伟大爱国精神，始终和
亿万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创作出反映出亿万人民
心声的时代最强音。只有时刻关注国家、民族、
人民的命运，才可能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审
美性融为一体的优秀作品。 （熊元义）

本报讯 7 月 3 日，青年军旅诗
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高研班学员
周承强诗歌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刘
涛、王夫刚、胡松夏、杨康、广子、张幸
福、许烟华等青年诗人、评论家与会研
讨。大家认为，周承强的诗歌内涵丰
富，意境幽远，情感真切，耐人寻味，表
述了在艺术逻辑之下对人生世相和边
地军旅生活的独特理解，是当代军人
热忱戍边卫国、践行核心价值观历程
的真实写照。他的作品在艺术上形成
了边防诗歌的特色，具有新边塞诗的
独特韵味。

周承强1988年开始发表作品，已
发表作品千余首，出版诗集 7 部。他
曾获解放军文艺年度优秀文学作品
奖、广州军区首届战士文艺奖等多种
文学奖项，并被评为“中国首届十佳
军旅诗人”。 （王 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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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辛田同志逝世

纪念抗战诗人丁力逝世20周年座谈会举行

甘肃文学论坛在岷县举行

《杨川庆诗选》在哈尔滨首发

江西举办“名家写赣州”活动

福建“逢时杯”征文活动颁奖


